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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理治国”是朱熹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ꎬ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ꎬ
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机制中对制度的正义追求、识才选吏的德性标准、仁
政爱民的价值取向、尊君效忠的伦理评判等方面ꎮ 其对于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与制度

文明建设的主要启示意义在于:德礼刑结合的制度正义思想为当今制度建设提供了传

统伦理启示ꎻ仁政爱民的为政价值取向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具有

良好的借鉴意义ꎻ为官惟公的德性要求有益于推进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ꎬ树立理性的人

事制度ꎻ通过对其尊君效忠思想进行现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思ꎬ有利于从国家意识层面

更好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ꎮ
〔关键词〕朱熹ꎻ以理治国思想ꎻ伦理意蕴ꎻ现代价值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与孔子前后相继、南北辉映的文化巨匠ꎮ 作为理学集大

成者ꎬ朱熹的学说体系宏大ꎬ涉及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教育等领域ꎮ 其不但在

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ꎬ建构起宏大的理学大厦ꎬ而且始终做到言行一致ꎬ无论

为官还是赋闲ꎬ都决不违背自己的思想和信仰ꎮ 朱熹一生曾断断续续从政 １０
年ꎬ虽然从政生涯时间不长ꎬ但始终关注着时局和民生ꎬ有一整套以“理治”为核

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ꎮ 在这些思想与主张中ꎬ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

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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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朱熹“以理治国”的政治制度建构中ꎬ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德治、法
治(法家)、礼治的治国理念ꎬ而且蕴含着朴素而又丰富的制度正义观念ꎮ 罗尔

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ꎬ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

样ꎮ” 〔１〕朱熹也论道“政者ꎬ正也”ꎬ政治的功用在于保证社会的正义、秩序的规

范ꎮ 朱熹还强调:“为政以德ꎬ非是不用刑罚号令ꎬ但以德先之耳ꎮ” 〔２〕 也就是说

在强调以“德礼”为本的同时ꎬ“刑政”与“德礼”应并提ꎬ两者不可有偏废ꎬ这也

是其理治思想的核心ꎮ
在朱熹看来ꎬ“政治”是天理(道德之根)存在并显现于现实世界的基本方

式ꎮ “理”塑造着上下尊卑的人间秩序和仁义礼智等一切道德:“天分即天理也ꎮ
父安其父之分ꎬ子安其子之分ꎬ君安其君之分ꎬ臣安其臣之分ꎬ则安得私!” 〔３〕 “宇
宙之间一理而已ꎬ天得之而为天ꎬ地得之而为地ꎬ其张之为三纲ꎬ其纪之为五

常ꎬ盖皆此理之流行ꎬ无所适而不在ꎮ” 〔４〕 也就是说ꎬ政治以天理为深刻根源ꎬ或
者说天理以“政治”(表现为至上君权统摄下的官僚制度体系及有效运行)的形

式显现自身“善”的目的ꎬ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强烈特征ꎮ 以“绍道统”“继绝

学”自任的朱熹ꎬ将“为政以德”具体化为“德礼”为本、“刑罚”为辅两种方法兼

用的方式ꎬ体现政治(天理)之以德化人、“止于至善”的目的ꎮ 正如其所言:“谓
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ꎬ若是格其非心ꎬ非德礼不可ꎮ 圣人为天下ꎬ何曾废刑政

来!” 〔５〕

朱熹在解释“道之以德ꎬ齐之以礼”时也说:“言躬行以率之ꎬ则民固有所观

感而兴起矣ꎬ又有礼以一之ꎬ则民耻于不善ꎬ而又有以至于善也ꎮ” 〔６〕 朱熹又

以理训礼ꎬ认为礼只不过是天理在秩序上的反映:“理者有条理ꎬ仁义礼智皆有

之ꎮ” 〔７〕“天理”是“礼”的最终根据ꎬ这样“礼”的合理性就有了根基保证ꎮ 事实

上ꎬ朱熹所说的“礼”“法”在很多层面上是重合的ꎮ 无论是礼也罢ꎬ法也罢ꎬ在朱

熹看来ꎬ礼与法的功用都是用来辅助道德教化的ꎬ因而“礼”在朱熹的政治思想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朱熹还强调“礼”的制定和实行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

况而定ꎬ“礼ꎬ时为大”ꎮ〔８〕不同时期所实行的礼要有所区别ꎬ指出“古礼于今实难

行” 〔９〕的原因就在于古今时势不同ꎬ所以 “居今而欲行古礼ꎬ亦恐情文不相

称”ꎮ〔１０〕在朱熹的“德礼”思想中蕴涵着合理的人伦理念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由礼所规定的基本秩序ꎬ而对它的恪守又成了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要求ꎮ 朱熹

还认为ꎬ由于人的“资质” “资禀”各个不同ꎬ被德化的程度至有深厚、浅薄的区

别ꎬ又要“齐之以礼ꎬ使之有规矩准绳之可守ꎮ” 〔１１〕 因此ꎬ完整意义上的善政以

“德”为本ꎬ刑罚亦不可偏废ꎬ“礼”齐之不从ꎬ则以刑罚齐之ꎮ 他强调ꎬ如果“惩一

人而天下知所劝戒ꎬ所谓‘辟以止辟’ꎬ虽曰杀之ꎬ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ꎮ” 〔１２〕

显然ꎬ刑罚的运用可使人民不仅因畏惧政刑而不敢犯法ꎬ而且能去掉为恶的“不
善”念头ꎬ完成从“不善”到“善”的根本转变ꎮ 这是朱熹所理解的“为政以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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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人”礼(乐)政治的精髓ꎮ 因而在朱熹的政刑制度中ꎬ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制度设计与运行原则ꎬ主张一旦有不遵“德礼”、不听教化者作奸犯科、触犯法

令ꎬ那就要毫不客气地用重刑予以严惩ꎮ 朱熹认为“为政以宽为本” “以爱人为

本”是圣人立法本意ꎬ但若在执法中仅仅强调“以宽为本”ꎬ结果则是“奸豪得志

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ꎮ〔１３〕为此ꎬ朱熹主张“以严为本ꎬ以宽济之”的司法原

则ꎬ猛本宽济ꎬ甚至极力主张恢复肉刑ꎮ 朱熹还要求严格依法办事ꎬ官吏要秉公

守法ꎬ不循私情ꎬ普通民众绝对服从法律ꎬ不得稍有违犯ꎬ做到“上下相安ꎬ各守

其分”ꎮ〔１４〕并提出:“有功者必赏ꎬ有罪者必刑ꎮ” 〔１５〕

由此看来ꎬ所谓的“德礼”ꎬ是指衡量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标准与法律准绳ꎬ
而“严法”则指出了要保证制度的公正性ꎬ这充分说明了朱熹十分看重制度设计

和运行的公正合理ꎮ

二

为保证制度运行的公正合理ꎬ体现制度的伦理意义ꎬ朱熹强调其关键在于在

政治实践中充分发挥奉法者的道德引领作用ꎬ才能在制度执行中展现制度原有

的伦理意蕴ꎮ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ꎬ朱熹认为最为重要因素就是要做到两点ꎬ一是

以“善”识人ꎬ二是选用“善”人ꎮ
所谓以“善”识人ꎬ就是强调以德选才ꎬ注重人才的德性ꎮ 朱熹认为要治理

好国家ꎬ需要建立并维持好一个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ꎬ他说:“盖天下之事ꎬ决非

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ꎬ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ꎬ而未尝不博求

人才ꎬ以自裨益ꎮ” 〔１６〕而他关于用人重要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他对制度与个人关系

的独特理解之上的ꎮ 朱熹曾说:“大抵立法必有弊ꎬ未有无弊之法ꎬ其要只在得

人ꎮ 若是个人ꎬ则法虽不善ꎬ亦占分数多了ꎻ若非其人ꎬ则有善法ꎬ亦何益于

事!” 〔１７〕在他看来ꎬ包括法律在内的政治制度是阶级社会中维护阶级统治以及维

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和保证ꎬ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ꎬ总有这样或那样

的不足ꎮ 而且ꎬ各项制度一旦形成ꎬ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ꎬ而客观现实却是不断

发展和变化的ꎬ会不断地出现新情况ꎬ因此ꎬ制度和现实总是会有一定的距离ꎮ
在政治统治的过程中ꎬ执行人员有很大的灵活性ꎬ要想使统治者的意志能够很好

地得到贯彻ꎬ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用人ꎬ因为人是活的ꎬ制度是死的ꎮ 如果用人

得当ꎬ制度就会很好地发挥作用ꎻ倘若用人不当ꎬ甚至用了无德无才的坏人ꎬ那么

这些人肯定会钻制度的空子ꎬ大售其奸ꎬ大行其私ꎮ 甚至有些丧心病狂的人ꎬ哪
怕制度再完善ꎬ他们也敢以身试法ꎬ瞒上欺下ꎬ鱼肉百姓ꎮ

关于如何选用“善”人ꎮ 朱熹认为政治人物如果有才而心术不正ꎬ则罪过更

多:“国家所恃以为重ꎬ天下所赖以为安ꎬ风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复淳ꎬ纲纪所以

既坏而不可以复理ꎬ无一不系乎人焉ꎮ” 〔１８〕朱熹认为ꎬ凡称得上善人的ꎬ必须具有

“德行”和“道艺”两方面的修养ꎮ 其中ꎬ“德行”的具体内容很多ꎬ对于入仕为官

者ꎬ首要的一点就是“为官惟公”ꎬ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国家政治的清明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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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ꎮ 朱熹说:“官无大小ꎬ凡事只是一个公ꎮ 若公时ꎬ做得来也精采ꎮ 便若小官ꎬ
人也望风畏服ꎮ 若不公ꎬ便是宰相ꎬ做来做去ꎬ也只得个没下梢ꎮ” 〔１９〕 “道艺”则
既包括“义理”ꎬ也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知识ꎮ 朱熹认为ꎬ真正的人

才ꎬ是那些既有德行ꎬ又有道艺知识ꎬ并能济世务、兴太平的人ꎬ这已不仅限定于

是一个施政的伦理原则ꎬ更将此上升到人事制度的理性要求ꎮ

三

朱熹仁政爱民价值取向的伦理内核在于其“勤事爱民” “天下国家之大务ꎬ
莫大于恤民”ꎬ以民生为中心的民本观念ꎮ 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ꎬ社稷亦为民

而立ꎮ”“平易近民ꎬ为政之本ꎮ” 〔２０〕 要求为政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ꎬ并
作为政治之本ꎮ

朱熹指出ꎬ“民富则邦宁、邦宁而君安”ꎬ建议统治者在对待财富时ꎬ“自是不

可独占ꎬ须推与民共之”ꎮ〔２１〕这体现了朱熹朴素的民本思想ꎮ 在以农业为人们生

存和一切生产活动先决条件的中古封建社会ꎬ农业是最主要的财富生产部门ꎮ
朱熹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ꎬ非常强调“以农为本”ꎬ重视农业生产ꎮ 他说:“窃
惟民生之本在食ꎬ足食之本在农ꎬ此自然之理也ꎮ” 〔２２〕 朱熹在经过认真细致考察

和研究之后ꎬ还提出了“不误农季”“改良土壤和种植方法”“兴修水利”“保护耕

牛”“因地制宜ꎬ多种经营”“奖励垦荒”等多项具体措施ꎮ
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ꎬ莫大于恤民”ꎬ〔２３〕 奉劝统治者要体恤民情ꎮ

“恤民”是朱熹的一贯主张ꎬ尤其是灾荒之年ꎬ更是要关心民虞ꎬ大施赈济ꎬ以使

人民不致逃亡或起义造反ꎬ从而维护南宋王朝的统治ꎮ 朱熹在知南康时曾建议

改良役法ꎬ以减轻百姓的赋徭负担ꎬ指出:“南康为郡固已为贫国矣ꎮ 而其

赋税偏重ꎬ比之他处ꎬ或相倍蓰ꎮ 民间虽复尽力耕种ꎬ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

赋ꎬ须至别作营求ꎬ乃可陪贴输官ꎮ 幸遇丰年ꎬ则贱粜禾谷ꎬ以苟目前之安ꎻ
一有水旱ꎬ则扶老携幼ꎬ流移四出ꎬ视其田庐无异逆旅之舍ꎮ 盖出郊而四望ꎬ则荒

畴败屋ꎬ在处有之ꎮ” 〔２４〕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贪得聚敛ꎬ赋役之繁重“古者

刻剥之法本朝皆备”ꎮ〔２５〕 解决的办法ꎬ乃是“悉除无名之赋ꎬ方能救百姓于汤火

中ꎮ” 〔２６〕“须一切从民正赋ꎬ凡所增名色ꎬ一齐除尽ꎬ民方始得脱净ꎮ” 〔２７〕在知漳州

时ꎬ“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ꎬ减经总制钱四百万ꎮ” 〔２８〕 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ꎮ
还主张行“储蓄之计”ꎬ以备荒年救恤贫民ꎮ “丰年则敛之ꎬ凶年则散之ꎬ恤其饥

寒ꎬ救其疾苦ꎮ” 〔２９〕朱熹还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吏应切实做到爱民ꎬ强调指出:“为
守令ꎬ第一是民事为重ꎮ” 〔３０〕只有官吏“以勤事爱民为职”ꎬ才能使“君德日跻于

上ꎬ民生日遂于下ꎮ” 〔３１〕此外ꎬ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ꎬ荒于政事ꎬ不
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ꎬ明确指出:“救弊之道ꎬ在今日极是要严ꎮ 不严ꎬ如
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ꎮ” 〔３２〕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ꎬ就必须严格管理ꎬ严肃法

纪ꎬ严惩害群之马ꎮ
应该说ꎬ仁政爱民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与重要基本ꎮ 在朱熹的政治

—８９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８学术史谭



学说中ꎬ民本观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ꎮ 他的民生观ꎬ体现了儒家传统的民本价值

取向ꎮ 他不但提出了“爱民”“恤民”的思想观点ꎬ而且把这种民生思想落实到具

体的政事活动中ꎬ注意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地方弊政ꎬ减轻人民负担ꎮ 应该

肯定的是ꎬ其民生观在弥缝统治阶级内部关系ꎬ调和不同阶级之间矛盾上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不容否认ꎬ他的民生观又是朴素而直观的ꎮ 强调了民众对于

维持政局稳定、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ꎮ 由于受制于自身既定的阶级属性ꎬ他
对“民”的认识存在着截然反差ꎬ所以其“爱民”的民生观也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

得以真正实现ꎮ 朱熹这种有限度、“不完整”的民生观ꎬ不符合最大多数社会成

员的利益和意愿ꎬ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维护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本质

上存在着差异ꎮ 但是毋庸讳言ꎬ无论是从提出的理论主张还是取得的实践成效

来看ꎬ其民生观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执政为民理念仍具有合理与可取的借鉴意义ꎮ

四

移孝作忠、出忠入孝ꎬ这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所特有的道德观念ꎬ它将以

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推衍到政治领域ꎬ构成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范ꎮ
朱熹的“尊君效忠”政治价值观ꎬ体现在其“修齐治平”的政治实践中ꎬ便是维护

朝纲ꎬ忠于皇权ꎮ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ꎬ君主和君权是政治的核心ꎬ绝大部分封建文人士大夫ꎬ

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维护君权的立场上的ꎮ 在这一点上ꎬ朱熹也不例外ꎮ
他从“天理君权”的理论基础出发ꎬ他主张“尊君”ꎬ即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ꎮ
朱熹在先验的绝对的“理”的统摄下ꎬ认为“君者ꎬ民之父母也ꎮ”“忠是大本ꎬ恕是

达到ꎮ 忠者ꎬ一理也ꎻ恕便是条贯ꎬ万殊皆自此出来ꎮ” 〔３３〕 “忠”不仅是政治系统

所要求的ꎬ臣事君要“忠”ꎬ才能建立并维护合意的政治秩序:“君臣虽亦是天理ꎬ
然是义合ꎮ 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ꎬ故须与此说‘忠’ꎬ却是就不足处说ꎮ” 〔３４〕 正如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ꎬ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
种是刽子手的职能ꎬ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ꎮ 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

抗和暴乱ꎮ 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ꎮ” 〔３５〕 朱熹的阶级地位以及所决定的道

德观念表明他只能成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ꎮ 因此ꎬ在他从政期间ꎬ遇上农民起

义ꎬ他都坚决地予以镇压瓦解ꎮ 比如ꎬ２６ 岁在同安县任主簿时ꎬ他就曾镇压过进

攻县城的起义“饥民”ꎻ６５ 岁任漳州知州兼湖南路安抚使时ꎬ曾诱降瓦解过蒲来

矢农民起义军ꎮ 与那些盲目忠君的腐儒不同ꎬ朱熹提倡“尊君”ꎬ实际上是要维

护一个抽象的、作为封建纲常统治象征的“君权”ꎬ因为在他心目中ꎬ这是上下有

序、社会稳定的保证ꎮ 朱熹认为ꎬ要维护的这个“君权”不是无限膨胀、不要任何

节制的ꎮ 他提出ꎬ从臣民的角度看ꎬ要“尊君”ꎻ而从“君”的角度来说ꎬ就要限制

其权力过分膨胀ꎮ 这样ꎬ朱熹就提出了“正君心”“修德”之类的主张ꎬ希望对君

权有所节制ꎬ并把君主的“正君心”作为其推行理治的根本ꎮ 认为君主作为现实

政治推动者和一切权力的根源ꎬ“天下之事ꎬ其本在于一人ꎬ而一人之身ꎬ其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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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心ꎮ 故人主之心一正ꎬ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ꎻ人主之心一邪ꎬ则天下之事无

有不邪ꎮ” 〔３６〕也就是说ꎬ作为阶级社会政治主体象征的“君主”ꎬ代表着政治关系

的价值走向ꎬ是那个时代政治道德的判断标准ꎬ影响着天下治乱ꎮ
从历史上来看ꎬ“忠”是维护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ꎮ 但是ꎬ朱

熹的“忠”所指的君臣关系ꎬ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主仆关系ꎬ强调对君主单方

面、无条件地担责任、尽义务ꎬ是迂腐与盲从的象征ꎮ 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反对

和摈弃的ꎮ 但是ꎬ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ꎬ忠君与爱国往往具有同质同向性ꎮ 作

为一种政治伦理的爱国主义ꎬ在封建社会里是与“忠君报国”“济世救民”的传统

“外王”思想联系一体的ꎬ基本表现形式即效忠朝廷、抗御外侮、救国于水火、解
民于倒悬ꎮ 其追求“修齐治平”ꎬ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ꎬ表现了文化心理上的自

信心和优越感ꎬ也是封建时代爱国精神的体现ꎮ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ꎬ朱熹人格中

积极的爱国精神和消极的效忠思想是很难截然分开的ꎮ 对于朱熹的效忠观ꎬ我
们不能把它当作历史垃圾而全盘否定ꎬ而要注意吸取其中合理体现爱国精神的

思想成份与积极因素ꎮ
我们对于传统美德都应古为今用ꎬ并进行现代注解ꎬ效忠观也不例外ꎮ 孙中

山曾指出:我们做一件事ꎬ总要始终不渝ꎬ做到成功ꎻ即使做不成功ꎬ牺牲性命也

在所不惜ꎬ这便是忠ꎮ 他说:“我们在民国之内ꎬ照道理上说ꎬ还是要尽忠ꎬ不忠

于君ꎬ要忠于国ꎬ要忠于民ꎬ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ꎮ 为四万万人效忠ꎬ比较为一人

效忠ꎬ自然是高尚得多ꎮ 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ꎮ” 〔３７〕 “忠”是爱的一种表

现ꎮ 在现在的中国ꎬ爱国主义是古代效忠观念的现代形式ꎮ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

“忠”ꎬ只是“忠”的对象和内涵不同罢了ꎮ 我们继承“忠”这种好道德ꎬ要从最初

意义上引申开来ꎬ在新形势下把“忠”与爱人、爱国结合起来ꎮ

五

正如蒋庆先生所指出的:“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与儒家在历史上曾建立过

的政治制度是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ꎬ若离开儒

家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ꎬ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ꎮ” 〔３８〕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ꎬ党中央提出ꎬ我们要大力培育弘扬和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ꎬ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ꎬ努力抢占价值

体系的制高点ꎮ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ꎬ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

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ꎮ 因此ꎬ对朱熹“理治”政治思想中某些合理成分的现代

反思与转换应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积极意义ꎮ 而要做到这一点ꎬ“首先必须

恢复国民对礼治文化真精神的认同ꎬ否则我们的道德重建就无从立足”ꎮ〔３９〕

现阶段ꎬ我们党提出的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ꎬ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基础上ꎬ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是社会的主人ꎬ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ꎻ强调人民群众是最高价值主体ꎬ人民利益是最高价值取

向ꎬ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理想ꎮ 在朱熹的民生观中ꎬ其“守义爱民”“务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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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减赋恤民”等主张并不是目的ꎬ主要还是手段ꎮ 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主体

的时候ꎬ才谈得上真正的爱民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解决民生问题是我们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理念得出的必然结论ꎬ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ꎬ是当今社会最大的

政治问题ꎮ 而政府为人民所服务的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充分保障各类规则和制度

的公平与公正ꎮ 由此可见ꎬ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制度健全而又运行良

好的服务型政府机制和社会政治模式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所

在ꎮ
应该看到ꎬ朱熹的“德化礼齐刑辅”的理治观ꎬ目的是以道德内容的规范化、

具体化来确定人们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ꎬ将人们嵌入设定的道德义务结构中ꎬ
从而形成整体上的道德等级秩序ꎮ 朱熹试图通过道德伦理教化ꎬ使民众自觉接

受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驱使ꎬ一步都不可僭越ꎬ以维护和巩固“君臣父子ꎬ上下

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和礼教纲常ꎬ并从深层次上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

情操ꎬ进而使人们的行为由外在的约束转变为内在的自觉ꎬ由他律上升为自律ꎮ
而对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指导下的朱熹的理治观ꎬ只要我们剥去蒙在理治之上

的等级色彩的外衣ꎬ贯注以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ꎬ就可以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ꎬ
为我们当代法治文明建设提供传统的制度伦理思想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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